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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剑经》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推演、史志互参等研究方法，分
别从“剑经”之名的文化“试”读、《剑经》的形成归因、本体技理解读、闽文化因子离析，对八
闽原乡中国武术技击理论乃至海外武技的辐射等方面展开探讨。结果认为，《剑经》之名泛
指武艺与兵事，亦是俞大猷书剑情怀和民族情结的托寄；名“剑”实“棍”，是俞大猷基于彼时
战争需要，在追求“通艺”的心理诉求下，融寄兵法与诸师剑技、枪技等武艺于棍技的综合创
新；《剑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钤记，是八闽文化的结晶；《剑经》是一部理明法备的技击宝
典，其技理成为中国乃至海外武技采撷的上源活水。最后，勾勒了武术典籍品读应遵循的一
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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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战争是其主要催化

剂之一。在抵御入侵的抗倭战争中涌现了大批文武同修

的军事家兼武术家，他们的传世武术著作引领时代先锋，

其中，俞大猷及其《剑经》堪称经典。拳经、拳谱是关涉各

武术拳种流派自身的谱系志书，所保存下来的武术技术与

理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蕴含着某一时代、某一

地域的武术文化基因。《剑经》是闽（福建省简称，亦称“八

闽”）人俞大猷以福建为根据地转战东南沿海抗倭的武艺

实践沉积，不仅成为福建武林尊奉的理论圭臬，亦成为其

他地域乃至海外武技的普遍技击指导，虽形成于明代，但

其技击理论迄今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基于历久

弥新的影响力、稀缺性及整理保护的不彻底性，经典需要

现代阐释，需要既往历史与此下现实、官家史籍与乡土方

志等诸多方面的互参旁证，方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２５］，以

便更好地保护（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传扬文化精

品、发掘与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１　对象导入：俞大猷及其《剑经》

俞大猷（１５０３－１５８０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

人。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年），以《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获

第五名武进士，著名抗倭民族英雄、武术家、军事家。俞大

猷祖籍安徽凤阳府霍丘（邱），其始祖为明代开国将领，以

战功知隶泉州卫（所）百户的剑敏。出身武职世家，荫袭百

户，是明代军籍世袭制度下少有的战将。俞大猷历经三

朝，几度沉浮（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至都督，戎马一

生，南平倭寇北御鞑虏，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所率“俞家

军”纵横明季抗倭战场，与当时抗倭名将戚继光齐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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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光如虎，大猷如龙”的世誉。

１．１　承传闽学，文以知兵

俞大猷少好读书，从学于当时泉州诸位名师如王宣、

林福、赵本学，他们皆师从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

清。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

外篇》、《赵注孙子兵法》，对俞氏影响颇大（俞大猷的易之

推演与兵法奇正亦得益于“童教师”———“童教师善阴阳之

术，大猷从学之”［３６］）。在赵本学“若知敌一人之法矣，讵

（岂）知敌百万人之法”的启发下，俞大猷领悟了“天下之理

原于约者未尝不散于繁，散于繁者未尝不原于约”［３７］的兵

法原则，为其后来将兵法“约”于技击格斗理论，将个体武

艺“散”之于万人敌的战场奠定了基础，诚如“尝谓兵法之

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

也。”［４７］

１．２　尚习拳艺，武以鸣世

习文的同时俞氏更尚习武艺，初从泉州同安人李良钦

学剑术，后又转益多师，终成武林名宿，其棍最为彼时武林

所重，为众军事家武术家所推崇，“ 杈棍长一丈二尺，精

者能入枪破刀。惟东海边城与闽中俞大猷之棍，相为表

里，法有不传之秘。”［１５］从俞大猷与童教师的对话中也可见

其棍术精纯，俞曰：“吾尝学剑颇闲（娴）其技，十步一人，千

里不留行”［３６］，纵使暮年亦豪言可以一棍敌三十棍（枪），

“试选三十好汉各提枪棍，以猷一人独当，不令其披靡辟

易，请就斧钺”［３８］，亦足证其武艺的优秀。

１．３　著书立说，《剑经》传世

良好的闽学文教基础，闽地拳艺的锤炼，使俞大猷成

为一名叱咤明末、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武术家。俞氏

战争之余积极总结作战经验，写下大量保家卫国、经邦济

世的书信、文章和专著，并委托幕僚，曾与其一同在清源山

读书数年的同窗挚友［３９］———泉州人李杜代为编纂成集，另

请友人、兵部车驾司郎中、广东揭阳人郑旻校阅。李杜以

俞大猷身具浩然正气，因之将其书命名为《正气堂集》［４０］，

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年）刊行。其后，俞大猷屡有续作，

友人又帮其陆续集结成书，计有《正气堂集近稿与议稿》、

《正气堂集续集》、《正气堂集余集》，俞大猷又自编纂海战

专著《冼海近事》。俞著颇丰，但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年）至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方正式点校刊印，将上述

几部著作合为一册，名曰《正气堂集》或《正气堂全集》。

《正气堂集》收录内容体裁多样，有策论、揭帖、谕示、奏疏、

书信、碑铭、序文、祭文、军令、专著、杂说、诗歌等，涉及历

史、军事、武术、民族诸多学科领域，其中，《剑经》、《诗送少

林寺僧宗擎有序》、《新建十方禅院碑》、《续武经总要后序》

等篇章，成为后人研究俞大猷武艺、福建武术乃至明代中

国武术的重要史料。

《剑经》概有三个存在，一收录于《正气堂余集》中、一

收录于《续武经总要》中，再就是明天启年间《剑经》也曾以

单刻本行世，本研究以清道光刻本《正气堂余集》中的《剑

经》为主。《剑经》内容以棍法为主，亦纳入箭和阵的部分

内容，因为明代以来转录《剑经》多将箭和阵删砍而仅留棍

术内容（戚继光《纪效新书》即言“以上《剑经》止”），久之人

们将《剑经》视为一本棍术专著，为研究方便及与大众认识

接轨，本研究在提及《剑经》之时即指为棍术专著。

２　存疑呈鉴：《剑经》之名的多维“试”读

名为《剑经》实为棍术专著，但因何作者偏以“剑”名？

不仅俞氏及协助整理编纂《正气堂集》的友人、幕僚不曾明

言，而且同时期转载俞氏《剑经》理论的军事家、武术家，如戚

继光、何良臣等均未明其竟委。此一疑惑多为学界人士所讨

论，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加辑述。

２．１　“经”：格斗要义之总则

《说文》有：“经，织也。凡织，经静而纬动。”刘勰《文心

雕龙》又有“经正而后纬成。”由此可见，“经”字有恒而不变

之意。后延伸为多种意义，如“经典”之《四书五经》，“路

径、通道”之经纬、经络等。《剑经》之“经”有通用之法则、

理论之意，俞大猷为进士出身，因此能够信手拈来，形象的

以儒家经典比喻棍在诸门武艺中的地位，“用棍如读《四

书》，钩、刀、枪、钯如各司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

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在这里，俞大猷

显然将棍术视做其他兵器武艺的基础，即“经”。《中国武

术大辞典》对“经”的解释为：“经典论著，或记载一事一艺

的专著”［４８］，拳种流派拳谱也多以《ⅹⅹ拳经》命名来记载

某一拳派拳法要义、理论等，《剑经》则为记述剑技（棍术）

的论著。从横向的诸门武艺来讲，棍术可为其“坐标”，从

纵向的经验理论总结、提炼与递传而言，《剑经》有参仿效

尤的价值，“猷谨将所得要法，著为《剑经》以告后人。世有

真丈夫，当亮予志。”［３７］这个“经”字也不乏借鉴、沿用的可

能，北宋末年，宋朝面临周边民族的持续威胁，宋朝开始关

注于军队建设，其中，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的编写

就落在了同是泉州人曾公亮的肩上，《武经总要》成为后世

兵家必读和参考的范本。明朝不仅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

军事威胁，更要面对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袭，将保家卫国

视为己任的俞大猷显然从同乡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吸取

了诸多养分。俞氏曾将赵本学注《韬钤内外篇》、《赵注孙

子兵法十三篇》和《剑经》合辑为《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

要》名称之“续”字的使用，即明证了作者的意图。这里的

“经”既有总结、集大成为后人践行之意，是其战争经验和

格斗要法的集合，又有爱国爱民的思想。乡梓之故，宋、明

相似的历史处境，使这种承袭而来的爱国爱民思想具体化

为以成熟的、高超的“剑技”去驱除倭奴，保疆卫土。

２．２　“荆楚长剑”：由楚之血缘、文缘而精神借取

“荆楚长剑”出自俞大猷撰《剑经》序文———“猷学荆楚

长剑，颇得要法”。通读《剑经》不难发现，俞大猷剑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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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李良钦、刘邦协、童教师、林琰，其中，李良钦之名出现

次数最多，后三者只是具体到某一棍法时提及技法来源，

可见其棍法主要受自李良钦。然而，却并未提及李良钦传

于俞大猷的就是“荆楚长剑”。关于李良钦的记载极少，见

诸记载的只言其善“剑术”而非“荆楚长剑”。清雍正《福建

通志》记：“李良钦，同安人，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

学之。”在俞大猷与其师较技之后，李良钦曾言：“公异日剑

术天下无敌者”。由此可推，俞大猷受之于李良钦的剑技

并非名为“荆楚长剑”，“荆楚”二字为其所加亦不乏可能。

俞大猷曾确实到过楚地，并与楚地名士蔡兰溪亦师亦友，

“猷半生孟浪，及在湖北领受明公俄顷之教”，“在楚晤对之

语皆社稷苍生之事，明公所教者施之有事。”［４１］俞大猷“长

剑”显然与“荆楚”有更多的意含。

２．２．１　闽与楚之种族、文化及民俗信仰的关联性

“楚”为战国七雄之一———国名之称，后演变为一个历

史、地理与文化的代名词，今指湖北、湖南一带。战国时

期，楚国一度十分强大，《战国策·楚策》记其：“地方五千

里，带甲百万”。公元前３３４年，楚威王灭越，此后“越以此

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

楚。”［２７］越国覆灭不仅导致越人四走，部分进入闽，而且其

地亦成为楚国属地，清人张琦的《战国策释地》有记：“楚威

王灭越，今浙、闽之地尽属楚，两广亦隶焉”。

楚文化对闽文化的灌输自此始。既然楚灭越迫使越

人南迁，那么当暴秦横扫六合、“灭弱吞小”、雄霸天下之

时，部分亡国楚人也自然会远走福建。秦汉之际，闽越国

国王无诸挑选精兵良将与梅鋗率领的岭南越军聚集在番

阳令、楚人吴芮麾下参加反秦战争，“无诸、摇率越归番阳

（即鄱阳）令吴芮，从诸侯反秦。”［４９，２７］番阳旧属楚地，与当

时的闽越国毗邻，而且芮为楚人，地缘上的近邻，以及与楚

军共同抗击秦军的过程中，吸收楚文化是自然而然的。地

下考古也证实了楚文化在闽地的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考古学者对福建庄边山９处墓地出土的鼎、豆、盒、壶、陶

器等与长沙出土的文物比较后认为，“颇有楚文化作风”、

“保留了楚文化遗制”［１９］。战国以迄秦汉，南下的越人、楚

人与福建地本有的“七闽”土著共同构成了秦汉闽越族的

文化与种族基础。

民俗信仰文化上，楚文化与闽、台文化亦有着近似的

地方。楚文化有着极浓厚的巫风色彩，无论宫廷抑或民间

都对鬼神奉祀虔诚至极，而当前闽、台民间普遍的神灵崇

拜、鳞次栉比的庙宇依然闪耀着祖先的“神光”。闽、台这

种浓重的淫祀之风更多遗传自古越族，但显然也不排除楚

人巫风的浸染。

２．２．２　楚之刚健有为与转借自喻

历史上荆楚、吴越地区盛产名剑，而且上至朝堂下至

乡野的楚人皆热衷佩剑，映射了楚人的尚武阳刚精神，恰

如《九歌·国殇》诗：“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

正是这仗剑前驱、死不还踵的勇武刚健精神成就了楚国睥

睨天下的国势。浓烈的尚武之风造就了荆楚多奇才剑客、

武勇之士的地域文化景观，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

项羽、“鸿门宴”拔剑而舞意在沛公的项庄都是楚国赫赫有

名、威震天下的剑术高手。降至汉匈战争时期，荆楚剑客

仍是汉军的有生力量，如李陵所率部众“皆荆楚勇士奇材

剑客”可“力扼虎，射命中。”［１］这里的“荆楚之剑”是勇武敢

战的象征。俞大猷文武兼长，晓熟历史韬略，《正气堂余

集》卷一《饮马长城窟》即记载了楚汉战争中“少学一人之

剑、可十当十绝”的楚霸王项羽。废弛的海防、怀柔畏缩的

疲软当朝导致了沿海倭患终明不绝，爱国正直的俞大猷渴

望拥有这样一把象征刚健敢战的斩倭之剑。

壮志未酬的著名爱国诗人、楚大夫屈原即“带长铗之

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这里的“长铗”为楚人方言，即长

剑，正如杨雄在《方言》中讲：“长剑，楚人名曰长铗”。楚地

是道家的发祥地之一，战国老子学说衍变为庄子的哲学和

齐国稷下精气说，屈原为合纵连横以抗强秦多次出使齐

国，深受齐国“稷下学宫”形成的道家精气学说的影响。冯

天瑜诸先生自屈原《离骚》中诗句“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

既得此中正”认为，此“中正”就是精气、正气，而这种精气、

正气即具体体现为屈原忧国忧民的热烈情怀和疾恶如仇

的刚烈品性［１１］，而屈原随身携带、象征身份地位的长剑成

为其忧国忧民与正直品性的物化载体与象征。俞大猷矢

志报国、为保境安民而殚精竭虑，然却被几夺世荫、南调北

谪而郁郁不得志，其处境与楚人屈原何其相似，加之楚与

闽在种族、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幽幽亲缘关系，因而俞大猷

取“荆楚之长剑”以喻其志是极有可能的。俞大猷留有《试

剑石》诗曰：“名剑渊沉谁得知，无端自跃欲何为？祗从贼

子斩顽石，莫若终沉在水时”，又有诗道“半生磨剑白于霜，

此日观光始露芒，一担纲常千古重，两肩忠孝百年忙，王臣

伯佐君何拟，孔思周情我自忙，圣主中兴多士进，试看麟阁

孰流芳”［４２］。《正气堂集》无处不充斥着俞大猷殷殷报国

情结、勇于承担的匹夫之责，正所谓“大丈夫之生当经纶一

世，垂名千古”。纵使年迈垂暮亦不曾丝毫松懈，仍积极请

缨留用，颇有“廉颇未老”之遗风，“平胡壮志，报国雄心，竟

不一试，恨遗千古。”［３８］从中或可体会俞大猷铭剑以宣其志

的入世情怀。

２．３　以剑“彰”棍：剑的文化泛化与再生产

汉以降唐，剑逐渐退出军事历史舞台，但伴随冶炼技

术的进步以及在民间的发展，剑反倒声名日隆。器物的剑

因使用者不同，而引申出不同的功能和文化意义，实现其

文化再生产［８］。南朝梁时人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记载

了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八事，诸国刀剑自刘渊

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等［２８］，剑成为君权、身份地位的象征

和尚武精神的显示。在民间，剑成为一种信、义等君子品

性的化身，如“季子挂剑”等。作为一种武术器械，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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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著名的能剑者和剑术理论。能剑者如“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的李白、“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及其

弟子李十二娘等。成为后世追溯原点的剑术理论如《庄子

·说剑》、《吴越春秋·越女论剑》等。除了“权利之剑”、

“身份之剑”、“礼之剑”、“技击之剑”，剑更成为“神仙之

剑”、“艺术之剑”等。千百年来的积淀，使剑盛载了其他任

何兵器所难以企及的文化负载量，已成为与武相关的诸文

化事象的象征和代名词。

武术史学的拓荒者唐豪先生认为：“（《剑经》———研究

者注）其所以名为剑者，盖中国古以剑为重，明此所以尊

也。”［２９］向恺然先生也认为以“剑”代“棍”是托名寄高之

举，进一步强调了唐豪先生的观点：“俞虚江所著《剑经》，

以棍为基，而通其法于各器。其以“剑经”名篇者，盖以剑

为诸器之祖，而兹篇棍法之所自出也。”［３４］其实，兵以剑为

先、为尊的明确记载在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一百零四

《器械三·剑》中即已指出“古之论兵必言剑”，但因“剑无

今古”而转录曾公亮《武经总要》中两剑以图示［２２］。以上诸

家更多从兵器本身的角度出发，因历史上剑广受尊崇，而

成为俞大猷以剑名棍的可能理由。古今中外都不乏寄托

挂附、名彼及此之例，剑更超越“器”本身而成为与“武”相

关事象的通用指代。程大力先生认为剑在中国古代是武、

武备、武功、武术、尚武精神的象征，并从古希腊的“诗”与

“文艺”、中国古代的“剑客”与“侠客”、杜甫《观公孙大娘舞

剑器行》诗中的“剑器舞”与“武舞”等凡例佐证了“剑”的指

代作用，认为《剑经》完全可名之为《棍经》、《武经》［２］。由

此也不难看出，程先生与唐、向二先生观点的一致性。这

种以“剑”代“武”的事例，史不乏载：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曰：“非信廉

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这里的“剑”指兵法。受教

者的品性惯用以衡量是否传于武艺的标准，《昆吾剑箴言》

强调：“可传之人不传，失人；不可传之人而传，失剑”，这里

的“剑”又有“道统”之意。《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

十六》载：“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

这里的“剑”指剑术理论。“论剑”有比试剑技之意，“论剑”

后来演变为比武较技的泛指，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

（金庸《射雕英雄传》）即指天下英雄汇聚华山之巅比试武

艺，当然，并非单比剑术。这一词语也被延用于完全脱离

“武”意的带有交流、比赛意味的情景，如学术会议、辩论

会、谈判等。以“剑”代指它兵的现象在深受中国武术文化

影响的东临日本亦不乏表现，日人“以剑代刀”，如日人将

佩戴的腰刀称之为“剑”，刀的实战技术称“剑道”，刀的比

试称“击剑”［９］。

时至今日，武术界以“剑”铭“武”的现象亦不乏见，如

上海体育学院的“神拳大龙”蔡龙云大师书房名为“琴剑

楼”并有《琴剑楼武术文集》问世，暨南大学的马明达先生

书房名为“说剑书屋”并有《说剑丛稿》传世等，这里的“剑”

显然是超出其本体之外的。此类武术家文武兼长，他们亦

多对剑技本身颇有研究，蔡先生尤对剑的“把法”见解独

到，并著有《剑术》专书，马先生则对短兵对抗有切身实践。

诸先生以“剑”名其“楼、斋、屋”及著作，表达的是一种幽幽

的书剑情怀，相信与俞大猷“名剑实棍”以“剑”名《剑经》有

着相似的情结。

《剑经》之“剑”具体指向兵事（早期《剑经》中有射和阵

的内容，及以兵法喻武技的相关论述）、武艺（棍技），形器

而上，更寄托着俞氏浓郁的书剑情怀。此种现象的存在，

无疑是剑文化泛化及再生产的又一案例。

３　融通创新：《剑经》的形成

３．１　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剑经》的武技之源

３．１．１　以剑“裕”棍：《剑经》中的“剑影”

实为棍术专著的《剑经》以“剑”名篇是由于剑在武术

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那么《剑经》所载棍术与剑术

到底有无瓜葛？俞大猷的棍术主要成熟于抗倭实践，而倭

寇的长技为倭刀，俞大猷、戚继光等直接参与抗倭战争的

将领都曾致力于倭刀的研究，戚继光更亲习倭刀法并著有

《辛酉刀法》传世。至今，日本依然将刀称为剑。俞家棍显

然是制倭利器，那么俞大猷在研究克倭长刀技艺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师倭长技以制倭”，或依敌之长技创造“剑棍

法”，或直接吸收倭人剑技丰富棍法。

《剑经》强调“棍为诸器之基”，“若能棍，则各利器之

法，从此得矣”，这“各利器之法”自然不排除剑法。茅元仪

《武备志》卷八十四《阵练制·教艺一》更明确了棍技与剑

技的互通，“短器凡六等，曰剑、曰刀、曰枪、曰镗钯、曰狼

筅，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２２］马明达先生旁

征博引认为俞大猷可能将剑法融入到棍法之中，是借棍存

剑，不然何以称棍法著作为《剑经》呢？《剑经》中确能读到

一些有助于悟解长剑技艺的内容［２３］。

俞大猷的棍法主要受之于泉州人李良钦，但关于此人

的史料记载却十分匮乏，《剑经》中俞大猷屡屡提到李良钦

惯用某某棍法，可见在李教授俞棍术的过程中示范、试艺

是经常性的，从中或可窥视其所传棍技中剑法的痕迹。赵

恒志撰《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纪》记载了俞大猷与

其师李良钦比试棍术的情景［１７］：“（俞大猷———研究者）从

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

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击”字反映了李良钦所传这种“剑法”的对抗形式是

双方持械“相击”，“批公手”将相击的目标指向对方的持械

“手”。击剑常用技术之一就是攻击对方的持剑手（或手

臂），以达到就近最快解除对方战斗力的目的，此类剑技历

史上多有记载。曹丕“折蔗为杖”与能“空手入白刃”的奋

威将军邓展斗剑“三中其臂”［１４］。茅元仪在其《武备志》中

收录了“好事者”得自海外的一套朝鲜双手剑法，“击”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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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法之一（击法有五：豹头击、跨左击、跨右击、翼左

击、翼右击），其中第三势“左翼势”有云：“左翼势即左翼击

也，法能上挑下压，直杀虎口”［２２］。棍法理应以劈、扫等技

法为主，棍是无刃兵器，那么因何《剑经》中几乎每个招式

最后均为“杀”（刺）、点（啄）、削（剃）等锋刃兵器的标志性

技法，这些技法显然带有长剑技的遗影，其中尤其是“啄”

字，在《剑经》中“鸡啄”已成一种技法指代，这种技法的攻

击目标显然非手即脚，形象描述了点棍与点剑的相通性。

３．１．２　兼枪带棒：《剑经》中的诸师枪棍技艺

《剑经》为俞大猷的心力之作不假，但没有无源之水，

服务于提高临战实用的格杀目的，俞大猷善于采诸家之

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剑经》已超越一部棍术专著而成

为一部极具时代特色的武术元典性著作。俞大猷剑法最

初受教于泉州同乡李良钦，而且技术上主以李氏为基，其

中又糅入了他家枪法、棍法、剑法等，如另一泉州同乡刘邦

协的拍位撒手杀棍法［５０］、童琰父随机应变的棍法原则、山

西偏头关教师林琰的拍位金枪技艺（“偏头关”，即今山西

偏关县。明政府为防御北方蒙古的南犯而在边陲设立的

九镇之一，其中，“偏头关所”为明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

置，与宁武、雁门合为太原三关。俞大猷就是在嘉靖末驻

守山西偏头关期间得到林琰枪术指益的，但林琰具体为何

地人尚不能断。）［５１，２６］、乔教师的弹枪捧磕技艺等。他研究

了当时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否则也不会得

知“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将其最妙的“左右二门

拿他枪法”收为己用，自信将其与己步法相结合定能“无敌

天下”。从《剑经》中普遍的“刺”、“点”、“剃”、“削”等技法

推测俞大猷的棍法中吸收了“长剑”的技法。

从技法上看，除了对长剑法的融摄，俞氏棍法中最突

出的它器技法当属广纳之各地域拳师的枪技，对枪技的糅

入亦成为后来棍法向“兼枪带棒”、“三分棍七分枪”的技术

路径发展的先声。

３．２　棍为诸艺之基：追求“通艺”心理的时代诉求

由上分析可见，《剑经》之剑是一个涵盖多重指向的统

和性指代词，在个人可铭志，在兵可指军事、兵法，在武艺

可指以棍法为基础的各种兵器技艺等。《剑经》内容虽以

棍法为主，但亦包括弓矢和阵法，即明示了其多维的兼通

性。名为“剑”而实为棍，而且是吸纳了包括长剑技、枪等

兵器武艺为一体的棍技，作者更希翼通过习棍可以兼通

钩、刀、枪、钯等各利器之法。在这种追求“通艺”心理的驱

动下，作者穷数十年将兵法、易理、它域它器之艺融为一

炉，铸就《剑经》，以至于习棍可通它器之艺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脱胎于战场实际检验的、理法兼备的棍术自然可以

对抗包括倭刀在内的不同敌兵。值得注意的是，俞氏这种

“棍为诸艺之基”的“通艺”认识与其同时代及后起之军事

家、武术家的观点惊人相似（或首提于俞大猷亦未可知），

如戚继光认为“拳为初学入艺之门”，又开发短兵长用与长

兵短用之法等；淹贯博通的军事家茅元仪认为“棍者，所以

习手足，为短器之本”；以棍法擅名的程冲斗更认为“棍为

诸艺魁首”等。

这种追求“通艺”的心理取向是明中、后期现实的时代

环境造成的，当事人多既为军事家又为武术家的双重身份

和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诉求。东南沿海倭患泛滥、绵延

不绝，倭寇战无定规、游移无常，斗无定势、挥刀跳跃、奇诈

诡秘，以至于数十倭寇却可流劫千里，与之斗技又“长技每

每常败于刀。”［３］在北方，则有擅骑射之胡人觊觎边陲。面

对入侵之敌所擅武艺的不同，尤其是军旅武术家们苦心孤

诣于寻求一种可以兼通、一劳多收的武艺形式用以提高兵

将的战斗力，最大限度的克敌长技。俞大猷深谙韬略、熟

演易理、武艺高强、转战南北的见识为其创造融兵法、易理

和武技于一体的棍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俞大猷长剑

技的确无敌于当时，《剑经》至今仍为各拳种流派、海内、外

武技所借鉴，也可见其普遍的兼通性。《剑经》中“学至于

此，全不看见他是枪是刀，只认定他手前杀他身而已”，即

明白体现了这种追求形诸“器”而上的通艺诉求，这也许是

因何《剑经》历数百年而不衰，成为各拳种流派武技理论汲

取营养之不竭上源的内因吧。

克敌安邦赋予的时代使命之下，俞大猷在融汇诸家

剑、枪、棍等技艺的基础上，将易理兵法的韬略浇注其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剑经》之棍法是俞氏糅合武技和兵法的

综合创新。

４　理明法备：《剑经》的技理解读

４．１　“一阴一阳谓之拳”：《剑经》的哲学意涵

“阴阳”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的对立范畴，以此释棍

成为《剑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易经》上囊天文、下括地

理，究天人之际、察人间百态，是一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之

作，而阴阳化成是其亘古不变的命题。“一阴一阳谓之

道”，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一阴一阳谓之

拳”，阴阳又成为武术技理挥发的最基本辩证观。虽然早

在先秦吴越地区越女的剑术理论中即有“道有门户，亦有

阴阳”的论述，但此后好像直至明代阴阳范畴并未成为武

术理论构筑的基石，有学者依据《剑经》中关于山东、河南

相传杨家枪法中“阴阳虚实之理”的记载，认为“明代时武

术理论已经开始应用阴阳学说来阐释拳理。”［２］从某种程

度上而言，《剑经》又实为一部以武释《易》之作，俞大猷在

通读其师赵本学《韬钤内外篇》后认为其皆“根于《易》”，随

后遂作《剑经》“以衍其意”。《剑经》可能是正式将阴阳运

用于技击格斗实践的首部武术专著。兵法的实质即为“兵

阴阳”，临阵胜敌关键在于奇正相生的变易。《剑经》中使

用了许多阴阳范畴来阐释拳理，首先，将兵家阵、车、骑之

法与人之个体的格斗相类比而并举，其中，无处不阴阳；其

次，俞大猷将阴阳纳入《剑经》总论歌诀中予以时刻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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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阴阳要转”、“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识”等；再者，阴阳

在棍法习练与对搏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如“转阴阳不可太

早，临时一下乃不费力，明之明之”、“棍提起手阳，杀去及

打去俱手阴，阴阳最要识透”等。

阴阳是一对可化通的对立范畴，因此，除了上述直接

体现为阴阳转化的记载外，《剑经》中衍用了一系列服务于

“攻防”的辩证语对，如“刚乘他力前，柔乘他力后”之刚柔

与前后，“彼忙我静待”之动静，“上乘落，下乘起”之起落，

“学到上下、高低、硬软、直破打、上下接”之上下、高低、软

硬，“既要快便，又要似进实退”之进退，“旧力略过，新力未

发”之新旧，“以静待动，以逸待劳”之动静与逸劳，“最妙是

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之左右，“高不过目，低不过膝”之高

低，以及直接表现为技法对立的滚与剃等。

４．２　后发制人，固守待进：《剑经》战术思想的主旋律

《剑经》以棍法为主，同时还纳有箭法和阵法，从内容

上看，显然具有极其浓厚的军事色彩。从军事武艺的角度

看，《剑经》又是一本以棍为主的各种兵器的斗法之书，其

中集结和浇注了俞大猷受之诸师、战场积累、练武体会而

来的攻防谋略。历代兵家在战术上各有主张，俞大猷则以

后发制人为主要斗战原则，这与其在抗击南倭北虏过程中

一贯主张的稳健、全胜战略一脉相承。

“后发制人”思想是建立在自我保护与防御基础之上

的，“杀敌一万，自折八千”显然非明智之举，因此，俞大猷

强调：“千言万语，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以卵击石”

结果只能是壳破蛋流，故而“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

失为上上之策，《剑经》不仅强调按部就班进行武艺练习，

而且疾呼“生疏莫临敌”。这一战术思想也贯彻在俞大猷

教将练兵实践中，“倘得数万之兵，教阅经年，东倭何逞？”

搏斗过程中俞大猷主张“后人发先人至”，即待其“旧力略

过，新力未发”之际迅速发动进攻，俞公更将“旧力略过，新

力未发”八字定为《剑经》的“全书总要”。知己知彼方能百

战不殆，盲动必遭失败，因此俞大猷有：“起手之法，后人

发，先人至。知此，决不可一发便要伤人，徒使自势发尽，

为他所伤。戒之，戒之”之言，又强调不可轻敌，要“视不能

如能”严阵以待。在双方周旋过程中需要“明了攻守，善度

形势”，俞公认为只有掌握如“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的

“拍位”规律和时机方可以“任君斗”。一味等待显然不可

能后发致人，只有善于“示形用诈、声东击西、敢于用奇”方

能得到有利于己的战机，《剑经》中随处可见的“哄诱”技法

的使用使我可以“不打他先一下，只打他第二一下”。俞大

猷之师李良钦显然深谙这种诱晃战术，“都是前一下哄我

去，然后转第二下求接救，顾救得速，故能胜也。”

“后发致人”是俞大猷棍法的主要战术策略，但也不乏

其他战术。无论沙场对阵抑或拳场对搏，双方形势都处在

瞬息万变之中，只有“奇正相生、虚实相映”方能“致人而不

致于人”，也即《剑经》中请君要熟识的“阴阳要诀”。这种

战术思想指导下的技击格斗表现为注重下盘稳固、遍身着

力、步步前进，在或防守反击或诱敌深入之后，实现一击必

杀的“完胜”战斗目的。同时，从上辑述的战术理论亦不难

看出俞大猷受之于其师赵本学《孙子兵法》的影响（俞大猷

后来将赵注《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辑入《续武经总要》）。

４．３　知拍任君斗：《剑经》的攻防之道

“拍位说”是俞大猷对格斗运动的一大贡献，拍位贯穿

斗战始终，恰如俞大猷所言：“千千万万步，俱有拍位”，掌

握了拍位即可“任君斗”。“拍”原指音乐的节拍、韵律，俞

大猷将其引入《剑经》诠释搏棍之道，赋予了“拍位”更为宽

泛的意指。

４．３．１　时机、空隙、破绽

拍位为发动进攻的时机，这一时机又表现为对手发

力、进攻的间隙或暴露破绽之时，这里的拍位来自于敌我

双方。来自于敌方的即所谓“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的“我

顺人背”之时，如敌方刺棍时双臂伸直送棍过老等。来自

于我方的则为主动制造拍位，在“后发致人”战术思想指导

下，这样的拍位往往出现在示之以虚、击之以实的诱敌战

术之后，所谓“要在哄使虚乘之”。

４．３．２　韵律、规律

“拍位”是攻防过程中劲力和招法变换之处出现的有

一定历时长短节奏的规律［２０］。那么这个规律如何把握？

俞家棍为双手持握的硬把棍，对搏之时磕碰之声不绝于

耳，这棍撞之声即为换劲变招的关节点，如“响而后进，进

而后响，分别明白，可以语技矣”，正如童教师所言“一声响

处值千金，彼失提防我便赢”，又如“此当（古代音韵，这里

指棍碰声———研究者）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

４．３．３　方位

拍位的出现是有方位的，李良钦认为“千千万万步（这

里指棍法———研究者）俱有拍位”、刘邦协之传拍位在中

间，而林琰师的拍位在左右，俞大猷在对比三师所传之后，

认为他们都以拍位规律指导攻防对搏，而且拍位可存在于

任何方位，一招一式间皆有拍位。

４．３．４　阴阳化生

《剑经》是一部充满易理的武术专著，每一处阴阳运化

之际都是拍位出现之时。恰如有学者云，“一贯乎万”的

“拍位”秘旨，是指充满阴阳互变规律的武技之道［５２］。

４．３．５　势

拍位有时又表现为一种势，得势者胜，失势者败。孙

子云：“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何良臣认为：“艺虽倍精

于敌，又不可失势也，势一失，恐无隙复乘矣。”［１５］拍位则

表现为对势的控制，语云：“顺人之势，借人之力”。失势意

味着乱了拍位，或没有把握住拍位，此时即要积极采取措

施再次控制拍位，如“我扁身入深（进入敌人圈套———研究

者），此时不顾生命了，只两目认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

棍下空，急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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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今日，俞大猷的拍位理论对武术运动仍有借鉴和

指导意义。现代“虚拟攻防”的套路运动，激烈对抗的散打

运动都离不开对“拍位”规律的掌握和驾驭。套路演练乱

了拍位不仅难以体现其精神气力功，更难以表现功防意

境；对抗运动缺失拍位只能受制于人而被动挨打。

４．４　“一打一揭”，“招不过三”：《剑经》的实用格杀性

《剑经》是俞大猷数十年军阵实践经验的结晶，其棍术

带有鲜明的军旅武艺色彩，那就是一击必杀的实用性。俞

大猷棍法朴实，可以用“一打一揭”四字概括之，然而却可

以驰骋天下而无敌，俞大猷棍技余存，至今流传于嵩山少

林寺的《五虎拦》也描写其似“老农耕地”，但却绝不可“平

平视之”，皆出于其粘棍即杀的格杀性。《剑经》中虽未明

确提出反对“满遍花草”之花法套路的主张，但其所辑录各

种击法的简捷性、攻击部位的致命性、战术的巧妙性，以及

围绕最大限度发挥其实战性而形成的步型步法、距离控制

等都将明末武术定位于重实用而反花法。

棍法古朴简洁，除“习步法”和“总步目”看上去像是短

小棍套外，其余条目皆为或攻或防或对击的棍及其他器械

的攻防拆解和技理歌诀，所列技法几乎是一来一往即杀而

极少超过三招，更不乏直奔主题之技，如“直符送书杀”。

使用的技法主要为点、刺、劈、挡、格、戳、挑、削等，少有当

前棍术中的舞花、扫、抡等技法。在战术运用与时机把握

上，强调巧打敢战、稳固硬打，在自保的前提下顺人之势借

人之力，从而击杀敌人。攻击的部位皆指向致命的头、喉、

胸，间接批手、点脚、扫腿的技术或在于解除对手兵器或在

于转移注意力，而紧随其后的一击依然直奔前述的要害部

位。使用的步型、步法限于弓步、丁步、进步、退步等，而少

有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在距离控制上，要求无过不及、恰

到好处，以利于攻防转换，如“他大门来，我大门接一下，只

离一寸；他小门来，我小门接一下，只离一寸”，又如用小剪

（棍势———研究者）治伏棍、低棍的时候只需“离他手前一

尺之间，他急过大门，我或揭进打亦可”等。

今天，闽、台地域普遍尚棍，而且民间依然称其棍术为

“军棍”的传统，演练套路短小精悍、法简技实的风格特点，

都依然散发着俞大猷棍技的实用芬芳。

５　追根溯源：《剑经》的闽文化透析

５．１　闽地文武奠定《剑经》成书基础

宋代，福建文化崛起于东南，历元至明形成了以朱熹

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闽学”地域文化流派。蔡清主要承

袭朱熹闽学一脉，成为继朱子之后独秀闽中的又一闽学大

家。《易经》的研修是闽学流派的主要内容之一。蔡氏在

泉州开元寺集结二十八人（时号“清源治《易》二十八宿”）

组社研究《易》学，成果颇著，出版论著近百部，形成了以蔡

清为中心的“清源学派”，其影响遍及彼时全国。当时人称

“今天下言《易》都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唯清

尤为精诣”，由此，积蕴了泉州兴盛的闽学之《易》风。赵本

学为蔡清高足，赵氏擅长以《易》理推衍兵法，为俞大猷最

主要的授业恩师之一。一方面，俞大猷成长于泉州闽学文

化氛围之中，是闽学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为其后来著书

立说夯实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以《易》衍兵”的

思维及功底成为俞氏将其嫁接于武术技击的思想素材。

此外，俞大猷的“剑”技主要得自泉州人李良钦，可以推知

其早年武艺亦习自八闽本土，《剑经》中提到的钯、钩均为

闽地武林最为常见的兵器也可为之一证。因此，闽地原乡

的文武赋予俞氏写就《剑经》的基础。

５．２　“相悖思维”在《剑经》中的体现

《剑经》是一部闽南人基于闽南文化之语言、思维方式

写就的武技论著。由于闽南地处东南，背山面海，这样的

地理位置决定了闽南人性格的复杂性，不仅具有豪爽、彪

悍、敢拼、团结、吃苦、耐劳的一面，同时也兼具势利、权谋

等特征，具有“相悖性”。性格决定思维，从某种意义上，

《剑经》折射了这种思维方式。《剑经》所列棍法实战格杀

性超强，一打一揭间即取对手要害，是爱拼敢赢性格的体

现，但这种性命相搏又建立在自我保护的基础之上，稳固

待进、步步前趋等技术风格体现了这种思维。为最大限度

的自保与致人，《剑经》又极讲究战略战术的运用，这其中

不乏闽南人骨子中务实但势利、敢拼但尚谋的思维。这种

思维方式反映在《剑经》内容的安排与谋篇布局上则表现

为率性而为，只以棍技棍理的阐释为要，而不拘条框束缚，

体现了一种务实而不拘小节的性格，使初学者、非闽台本

地武者颇有杂乱无章之感。这种务实而不拘虚套的思维

表现为棍技一来一往的、极其简捷的实用格杀性，而极少

关注于虚花的套路编排（仅有两个短小精悍的专用于练习

步法和基本棍法的套路，这也是“生疏莫临敌”务实思维下

的产物）。如果说俞大猷的棍技出自军旅并处在武术发展

的较前端，重实用而轻套路是自然的。历经数百年后的今

天，当形色各异、绵绵不绝的套路遍行天下之时，因何闽、

台南派武术依然不重套路而表现出鲜明的技击性，甚至为

了迎合现代武术比赛计时的要求而不得不重复演练短小

精悍的套路以避免因时间不够而扣分？研究者认为这与

闽、台人务实但不尚虚套、创新但不丢传统这样一种思维

方式有关。

５．３　“雅俗共赏”的闽南语言特色

《剑经》用词通俗甚至于很多时候完全是口语化的，这

些“俗语”符合闽南人的语言惯习，是人们常见、常用的语

言，用于表情达意最合适不过。人所共知的日常习惯用

语，如脚（腿）、大门（左门）、小门（右门）、革（为围追堵截之

意）、分分（一点点）、大粗（粗大）、转角（转换角度，躲闪）

等；武者所一目了然的技、战术用语，如杀（向前直刺戳）、

滚（由上向下刮削对方持棍手）、剃（由下向上崩或刮削对

方持棍手）、剪（棍端向左上方绕半圈，再向左下方扣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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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剪；相反为小剪）、打（下劈）、揭（向上挑拨）、凿（双手持

棍向前后左右突刺）、哄（示之以虚的战术）、直捧（把棍持

平）、滚手（舞花棍）等。用语的通俗性甚至于只是“情之所

至”的或提醒或自我陶醉式的语言，如“记之，记之”、“妙、

妙”、“明之，明之”等。

在通俗的同时，《剑经》用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至

雅，不仅千锤百炼出“一语不能加”的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指

导武术技击的“总歌诀”，而且亦凝练出一系列如滴水献

花、铁牛入石、喜鹊过枝、马前斩草、二龙争珠等以形喻势

的技法。这些技法四字一顿、言赅意丰，既形象又透着艺

术性，是俞大猷深厚人文修养的体现。这些技法势式不仅

与闽台武人的认识接轨，而且也为后世它域拳家所接受和

延用，如“献花势”被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转录，“直符送

书势”在茅元仪《武备志》收录的“朝鲜双手剑势法”中有所

体现等。

６　遗泽武林：《剑经》对它域乃至东方武技的传播与辐射

６．１　俞大猷武艺与八闽武术

６．１．１　广传剑技

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俞大猷自金门调任它处，当地

父老为其所建生祠记述了其功绩，其中即有传剑之功，《都

督俞公生祠记》载：“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金门人非但

流涕为其建祠，而且“其丁壮习剑 法 者 给 役 其 家 不 肯

去［１７］。”谪守汀漳期间又作读书易轩与博士弟子为文会，日

教士击剑。俞大猷棍法不仅成为自己所带军队的必修技

艺，亦成为它域军队的武技范本。俞大猷率部征讨广西古

田壮族韦银豹等叛乱期间所致广西巡抚兼理军务殷正茂

的书信中即言：“愚尝用数十年心力，求得其法，著为《剑

经》，各把总哨官取读而习之，以转教哨长，哨长转教各兵，

则总管之技艺既熟，一人之伍法皆精，可以全争天下

矣。”［４］俞大猷的武艺还间接通过其战友、门生、部将、子辈

得以在军中和民间传承。邓城［１８］、汤克宽等自幼与俞大猷

一起于清源山读书练武，后来成为其抗倭、戍边的战友和

得力部将，他们皆武艺高强，时有“俞公棍邓家拳”之谓。

邓城的儿子邓钟出身武举，文武双全（邓钟撰有《筹海重

编》），为俞大猷门生、部将，甚得俞大猷喜爱，“猷之衣钵得

门徒如第（陈第）者，近又得新登武科邓钟者，其才学志向

足与第相驰骋。”［４３］俞大猷的儿子俞咨皋亦为武举出身，武

艺得自家传，继俞大猷后成为福建总兵。

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传承，使俞大猷的武艺广泛普及开

来，俞大猷也渐趋被尊为泉州武术“教父”，恰如明末泉州

士人黄景昉所言：“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其父、其大父亲承

都护所指教。”

６．１．２　《剑经》成为闽、台武术的技理导向

鉴于俞大猷高超的武技，及其南抗倭寇北御胡虏的历

史功绩，俞大猷不仅成为武术界的骄傲，而且成为闽、台历

史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广受两岸人们爱戴，其《剑经》对

福建武术影响至深至巨，时至今日，印痕依然清晰可见。

风格特点上，无论是拳抑或是棍钯等器械皆以“步步前进”

为法，技法简约、实用，套路短小精悍，注重下盘稳固、腰马

合一，与《剑经》强调的后发制人、一打一揭等旨趣相契

合［５３］。在器械内容上，棍、钯在闽、台武术界尤为普遍，几

乎每个拳种都有此器械套路［４９］，亦不乏一辈子只练一套棍

或钯的武者，在棍、钯的基础上又延伸至扁担、锄头等生

产、生活器具，但细观其技法皆遵循着《剑经》的技术要

义———“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曲，后脚要直，一打一

揭，遍身着力，步步前进。”技术用语、姿势习惯上，无论拳

谱抑或民间习惯，均延续着《剑经》的传统，如“大门”指自

身的左侧、“小门”指右侧，再如起势行拳多以“右前左后”

为范，等等。拳术理论上，《剑经》的战术理论成为福建武

术的普遍指导，如五祖拳的动静论、刚柔论，永春白鹤拳的

动静论，泉州少林花拳的刚柔拍位说：“刚无常刚，柔无常

柔。借势化之，知拍入之”［４２］等。俞大猷棍法惟“一打一

揭”朴实无华，然却可“驰骋天下”，皆因其注重身姿、步法、

功力、基本技法等的反复操练，这一点又与福建武术各拳

种皆将“三战”作为入门之艺相契合，“拳好三战找”的武谚

讲的即是这个道理。

６．２　《剑经》的“北传”与“西渐”

少林武术名扬天下，从来源上看，少林武术来自各地

域民间，是八方武术的集萃。少林武艺首先以棍显，十三

棍僧救唐王、明代少林僧兵抗倭等事迹均显于武林晓于天

下，武僧们入世有为、建功立业的武艺首推棍术，而少林棍

术的扬名与有序递传离不开闽人俞大猷棍法“继绝续微”

式的北传。无论是少林棍术源头的理论与历史追溯，抑或

今天仍在少林流传的部分棍法，《剑经》均明白无误的证实

了两者的一脉相承性，也是现存关于少林武术起源的史料

中经得起推敲的最为确凿的记载之一。

６．２．１　继绝续微：俞大猷棍法“北传”少林

１．北传少林棍法的历史

明嘉靖年间，一方面，因北虏南迫屡犯我边境；一方

面，因东南抗倭战场诱捕海盗魁首王直一案的派系牵连，

俞大猷被远谪戍守北部边关（胡宗宪诱捕海盗头目王直，

致使王直余党自浙流窜入闽，因此，遭以李瑚为首的在京

福建籍官员的弹劾，胡宗宪怀疑是俞大猷私下授意，转而

推责并污蔑俞大猷“纵之南奔、播害闽广、宜加重治”，大猷

因而入狱，后经锦衣卫首领陆炳联合幕僚斡旋得以脱狱，

并于嘉靖三十八年远谪山西大同戍边）。当东南倭患一日

猖似一日之时，又回调俞大猷南下，因而才有了“自云中

归，取道至寺”传剑少林的一段机缘。正是这次北谪而后

的再次南归，促成了俞大猷棍术与少林棍术的交流，也是

南棍与北棍的一次交流，成就了武术史上南、北武术交流

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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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俞大猷北传俞家棍的记录均集中于《正气堂集》

原集之后的《正气堂续集》之中，据清道光二十二年龙溪孙

氏刻本的记载，其中《新建十方禅院碑》［４４］、《诗送少林寺

僧宗擎有序》［４５］、《少林寺僧宗擎学成予剑法告归》［４６］３条

与少林武术关系最密。这３条记录透露了俞大猷北传俞

家棍的机缘、地点、时间、人物等信息。其一，俞大猷因明

朝面临南倭北虏的战事威胁而北上继之南归，少林寺位河

南嵩山与其归途并不顺路，是久闻少林寺棍术，而刻意“取

道”前往，但观后却大失所望，慨叹“真诀尽失”，继而择选

“僧之精壮者”宗擎、普从二僧随其南归。一来说明，明末

频仍的战事迫使当朝不断强固武备，军队的流动拉动了各

地域武艺的交流；二来俞大猷是在“久闻而未识”的心态驱

使下上的少林，说明少林寺棍术在此之前即已闻名天下；

三来也可见当时少林棍已和当时大多数武术流派一样流

于花法而遗失“真可搏打”的实战性。其二，传艺的时间、

地点。宗擎与俞大猷第二次见面在万历丁丑年（１５７７

年），据此前“十四、五年”（１５６２—１５６３年）正值嘉靖末年

（嘉靖年为１５２１—１５６６年）福建倭患最为泛滥的时候，宗

擎、普从必然“既学艺必试敌”，因此，二僧的棍技是在俞大

猷的指导下于福建抗倭前线３年实战历练中传袭的，而后

间接通过二僧，主要是宗擎再回传少林。俞大猷与宗擎第

二次相遇于京畿的时间距俞大猷去世（１５８０年）仅３年，

此时《剑经》已是十分成熟的棍术理论，尽授宗擎。宗擎先

在福建后在大明京城全面承袭了俞大猷的棍技与理论。

其三，宗擎、普从是有源可考的嘉靖御倭僧兵群体的杰出

代表。唐豪先生依据元代少林方丈福裕所订立的“七十字

派”考证，明代御倭法名可考的僧兵仅宗擎、普从、了因３

人，除法号外，唐先生的另一依据即《新建十方禅院碑》，

“俞大猷携往南征之宗擎、普从二僧，自无可疑。”［３０］其四，

当日，俞大猷至寺得到包括住持小山上人的隆重接待，十

数年之后，为俞公当初提议新建禅院一事，少林寺继任住

持幻休大师仍记挂在心，且专门委派僧人普明前往亲谒俞

公请提《新建十方禅院碑》，说明俞大猷的声名与“剑技”当

时也是天下闻名的。同时，当时寺内自负“精”于棍术的武

僧有“千人”之众为俞大猷表演，可见当时少林武风之盛，

如此规模武僧的存在说明当时明廷是鼓励民间练武的，少

林僧兵是彼时明廷征调御边的一支有生力量。其五，强化

了“南少林”与“北少林”的维系纽带。南少林已成为闽、台

及其外延的海外华人世界的一宗武术文化现象，而俞大猷

传嵩山少林棍技成为闽、台武人追溯南、北少林武术的维

系之一。有学者认为俞大猷曾从赵本学学其祖传于宋室

开鼎始祖赵匡胤的太祖拳，又据“剑诀禅戒”、“学成伏虎

剑”、“洞悟降龙禅”等蕴含佛谒的语词认为俞大猷北传少

林棍技是“回传”，既是师承少林为完成回报恩师夙愿，又

是本人受泉州少林寺佛学禅机的影响［４，５］，此说待考，仅备

于此。

２．《少林俞家棍》为俞大猷所传而非俞通海

德虔、德炎编著的《少林棍法大全》之《少林俞家棍》认

为俞家棍传自明代水军提督俞通海。俞通海为明初著名

将领，安徽人，擅水战。俞大猷的背景与俞通海不乏相似

之处：俞大猷祖籍也是安徽，同姓、同籍及相似的从军背景

可能是“张冠李戴”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据《明史》卷一百

三十三《俞通海转》记载“通海无子，弟通源嗣其官”，而俞

敏至俞大猷已传续五代。此外，俞通海生活在明初，俞大

猷则生活在明中、后期，同时，据记载俞通海擅长武艺为流

星锤，而俞大猷以棍显，故此，此二俞显非一人。从《少林

俞家棍》功诀和动作图解对比可见，今之少林俞家棍即俞

大猷当初回传之俞家棍法。

（１）《少林俞家棍》“功诀”与《剑经》“总歌诀”一致

对比《少林棍法大全》之《少林俞家棍》［１０］“功诀”与清

道光刻本《正气堂余集》中载录的《剑经》“总歌诀”数量相

等，均为二十四句，仅从字面上看计有十三处不同［５０］，概不

外如下几种情况。其一，传抄笔误或发音差异：笔误如“打

杀高低左右搂”之“搂”与“打杀高低左右接”之“接”；音误

如“上刺下滚分左右”之“刺”与“上剃下滚分左右”之“剃”。

其二，通假字，如“生疏莫临敌”之“疏”与“生踈莫临敌”之

“踈”。其三，字异意同，如“动时把须固”与“动时把得固”、

“嘱君牢记下”与“请君要熟识”、“刚在他人前，柔在他人

后”与“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其四，一处意义完全相

反，如“一发皆深入”与“一发未深入”。其五，一处待考，如

“更要使阴法”与“更要阴阳诀”。

通过比较《少林棍法大全》中俞家棍三段功诀与《剑

经》总歌诀可见，除了一处相反、一处待考外，剔除音误、笔

误及字异意同等因“久传而讹”造成的差异，显而易见，前

者源出于后者。

（２）《少林俞家棍》图势与《剑经》图解一致

图势数量上，《少林棍法大全》中所绘《少林俞家棍》图

势与《纪效新书》中配置的《剑经》图势两者数量相等，同为

十四幅。在顺序上，《少林棍法大全》唯将《剑经》第一势

“扁身中拦势”置于第十四势，其他图势顺序不变。名称书

写上，两者略有出入，不乏著者粗心之故，比如《剑经》中每

势均以“ⅹⅹ势”命名，而《少林棍法大全》除“仙人托盘”、

“直符医书”、“走马回头”三势不是以“ⅹⅹ势”定名，其余皆

是，显为疏漏。两者图之名称虽有差异，但直观图示却几

乎同出一模，唯有“滴水势”一势差异显著。《剑经》中“滴

水势”双方均是双手持棍，而《少林棍法大全》中一方则是

单手持棍，是俞公棍法在少林传延过程中的创新发展抑或

是著者笔误，尚难断论。十四图中有十三图完全相同已足

以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两书所载图势皆为“右前左

后”的持棍姿势，这是闽南武者的习惯姿势，更说明了《少

林俞家棍》的起源。

无论从功诀与歌诀的对比，抑或是图势的比较，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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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少林俞家棍是俞大猷的棍法，而非俞通海所传。

３．《五虎拦》为俞大猷棍法余脉

明末清初武术家吴殳《手臂录》卷四《大棒说》中有载：

“少林有一家棍法，名曰五虎拦，惟一打一揭而已，怠如农

夫之垦土然，而久久致工，打揭之势不可平平而视也。”［３２］

该“大棒说”条首句言明：“纪效棍法胜于其枪十倍”，众所

周知，《纪效新书》中的棍法是完全转录俞大猷之《剑经》，

吴修龄所言五虎拦棍法自然非俞大猷棍法莫属。唐豪先

生另从五虎拦“一打一揭，遍身着力”的技法理论角度考

察，认为“棍名虽变为五虎拦，实为俞大猷传宗擎，宗擎传

寺众的长剑技。”［３１］

６．２．２　辗转西北：俞大猷棍法“西渐”的种种迹象

武谚有云“东枪西棍”，天启棍和壳子棍是西北棍林的

杰出代表，不少研究者及此二棍的正宗传承者认为其与形

成于４００多年前的著名棍法专著《剑经》有着一定的亲缘

关系。方汝楫、侯尚达等在对广泛流传于西北五省的天启

棍研究后认为，天启棍法同俞氏所著《剑经》存在诸多内在

关联性，极有可能为俞氏荆楚长剑西传的孑遗：战术上，

《剑经》强调“扁身”、“哄诱”，而“哄使虚趁”、“八闪幌”等是

天启棍主要战术之一，两者在如二龙争珠、喜鹊过枝、铁牛

入石等势名上相同或近似；技术上，《剑经》中“后手出在前

手”的方法就是天启棍中的“换手调把”；至于“阴阳手”、

“阴手”等把法称谓，二者更是完全相同［１３］。

甘肃秦安县高家屲地区流传的“壳子棍”的南棍特点

更为鲜明，其“右前左后”行棍姿势、死把硬手的技法特点

使其特立于西北棍林，独树一帜。壳子棍与《剑经》的亲缘

关系更为明显。壳子棍又名“撒手棍”，每个壳子都由撒手

开始，由撒手结束，是壳子棍的最基本棍法［６］。“撒手棍”

技术在《剑经》中早有记载，是一种寻找“拍位”后迅速放棍

刺杀的技术，“中间有拍位，不用拨剃洗落，只撒手杀，则又

紧矣。”［３７］甘肃地区不仅壳子棍，而且还有其他棍法也具有

鲜明的南棍色彩，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

程中天水刘松恒老师捐献的《二十八宿硬棍着》。马明达

先生认为“壳子棍”和“二十八宿硬棍”棍法均属“南方硬棍

系统，有些内容颇与俞氏《剑经》相合”，又进一步从“释名”

和技术特点的角度推测，“壳”是“磕”的谐音，“磕磕碰碰”

是死把棍对练的显著特点之一，因缘这种特点而约定俗成

为棍名———壳子棍［２４］。俞大猷《剑经》中多处提到这一既

让人精神振奋，又提醒双方防守和进攻时机的“磕碰”之

声，如：“直磕一声就杀去”、“一磕一拨，后手一尺剃，一进

杀”、“一声响处值千金，彼失提防，我便赢是也”，“响而后

进，进而后响”等。

６．３　《剑经》对中国武术技击理论的影响

６．３．１　转载节录：《剑经》的扬名

《剑经》堪为中国武术史上最为经典的武术专著之一，

因其理明法备及其独特的历史成因，广为后世兵家、武术

家转载、研修、采借，《剑经》通过自身以及他人的转传而迅

速传扬。对《剑经》转传影响最大的首推曾与俞大猷并肩

战斗于东南沿海抗倭战场的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卷十

二《短兵长用说》中全文转录俞氏《剑经》。非但整篇转载，

而且多表溢美之词，如“短兵长用之法，千古奇秘，匪欺人

也”、“其最妙者……”、“……极妙，极妙”等［２６］。此外，尚有

诸多兵家、武术家或直接或间接转借《剑经》。明代何良臣

在其《阵记》卷二《技用十五篇》中认为，棍法之妙尽于俞大

猷《剑经》，“待其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乘之”是其用棍

之秘，并进一步强调只有俱得如“一打一揭欲我疾。阴手

阳手令人疑，大剪小剪神变用。大门小门藏正奇，使拨剃

滚杀起磕”等棍法之妙后乃可称棍，若能悉心研究上述秘

之妙法，久之则自可称无敌也［１５］。俞大猷北传少林棍技

５０年后，徽州人程宗猷上少林转求洪转等师习艺１０数

年，尤精棍术，著有《少林棍法阐宗》传世，成为继俞大猷后

又一棍术巨臂［５４］。从时间上看，程宗猷的棍技应该糅融了

俞大猷棍技的诸多因子，虽然其通篇并未言明俞大猷及其

《剑经》只言片语，这种承续依然不难识辨，如《剑经》强调

能棍则钩、刀、枪、钯等技艺自通，《阐宗》则进一步明确为

“棍为艺中魁首”；“哄”是具有八闽地方语言特色的技法，

《剑经》中多处使用，如“要在哄使虚乘之”、“下哄，待他剪，

上大门哄”等，这里的哄是虚晃、扰动的技战术，“哄”在《阐

宗》中也多处出现，如披身势之“圈内先须发哄枪”、金刚琵

琶势之“退步勾穿且哄”、高搭手势之“搭手单提，均是哄

手”等［７］；“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

君斗”、“后人发，先人至”等技击理论也成为《阐宗》的技击

纲领，如“艺中有先人发，后人至，旧力略过，新力未生之

法，此等玄机真千古不发之秘”；又有势名相同或相通者，

如左右献花势（“献花势”，棍法名，在《剑经》中常与“滴水

势”相接，主要以打手、劈头等为主。这一势在《剑经》与

《少林棍法阐宗》中不仅名同而且技用亦同）。从地域文化

交流的角度着眼，作为八闽武术文化结晶的《剑经》间接通

过少林寺影响程宗猷，进而对徽州武术文化也产生了影

响。明末清初武术家吴殳《手臂录》后附有少林僧洪转著

的《梦绿堂枪法》，该枪法中有“旧力略过，新力未生”之语。

吴殳在论枪时说“《纪效新书》，枪法不及冲斗，而言棍甚

精”，而取其通于枪者八条备列于后，这八条完全转采自

《剑经》［３３］。

上述作者及其著作皆为武术技理追溯的上源，对《剑

经》内容或全选或节选、或直接或间接的转录与采借从而

使其广为传播。

６．３．２　理约技宏：《剑经》成为中国武术技击理论的渊薮

之一

《剑经》是一部用武技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术论著。

《剑经》中诸如“顺人之势，借人之力”、“先之以发，后之以

至”、“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阴阳要转”、“知拍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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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等富含中国古典哲学意蕴、兵学谋略思想、巧打敢战的

攻防之道等理论已超越闽、台武术而成为整个中国武术总

的技战术理论准则。虽然，先秦时期庄子《说剑》及《吴越

春秋》中越女都曾有过诸如“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见之

似好妇，夺之似惧虎”等理论阐释，但不免流于一种纯理论

的空吟。将上述理论真正运用到武术技击实战中，以具体

的攻防来解读的当首推俞大猷，如上理论“简约而可以宏

用”，具有超强的挥发性，在当下的武术中皆有不同程度的

体现，尤其在太极、八卦、形意等哲理化拳派中体现尤其突

出，如太极拳的舍己从人、我顺人背、动静、刚柔、四两拨千

斤等技击理论，与《剑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剑经》是一部“由棍至拳”、“由术至道”的技击通论。

除总歌诀、专习步法的“习步法”和基本棍法的“总步目”

外，《剑经》通篇都在将棍技置于敌我攻防的语境下予以阐

释。《剑经》中展示了数十种棍法，有学者归总为３６种，其

中拦、拿、滚、剃、剪、揭、当（挡）、戳、挑、捧、攉、劈十二种构

成了核心技法群［５５］，这些棍法基本囊括了俞公棍的主要技

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法并不是散乱无章的，而是各

自服务于不同的技击目的的，如防守型的挡、剪、拿，进攻

型的杀、凿、劈，攻守合一的如滚、剃。明代是一个极其尚

棍的朝代，当时著名者十数家［３５］，这些技法不仅成为明代

棍法的主导，而且成为现代棍术的基础。《剑经》主以言

棍，但从技法上看，这里的棍是兼融长剑技、枪技、钯技等

在内的复合型多功能的棍技，因此，习此棍技即可兼通诸

器之法，亦即上述的一种“通艺”。在中国古典哲学、兵学

等传统文化指导下的这种“通艺型”棍术，不仅超越棍术本

身成为诸器之祖，而且可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拳

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徒手乃至持械、无论套路乃至搏斗

都可从《剑经》汲取自身所需养分的根本原因。

６．３．３　“胆艺观”的嬗传

俞大猷在《正气堂集》卷十一《续制双轮粮车式》中首

次论述了胆、艺与兵的关系，认为胆气是兵强的基础，而胆

气需要靠教练武艺来培养，“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

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強也。”［４０］俞大猷的“胆艺观”广

被后来军事家、武术家所采借和增益。戚继光认为，“怯敌

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古人云：‘艺高人胆大’信不诬

矣。”何良臣认为，“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暴虎冯河”

者之所以能勇而无畏皆因其胆力，而武艺是练胆强兵的必

途，所谓“教练武艺为张胆做气之根本。”［１５］此外，程宗猷

亦谓：“艺高人胆大。”［３］

当今武术搏击中之敢打必胜、勇者无惧等技战理论，

以及通过技术训练和增加实战以锤炼胆量和提高技、战术

水平的武术训练方式、方法等都不乏俞公胆艺观的印迹。

６．４　梯海东渡：《剑经》与日本空手道和朝鲜双手剑

对于《剑经》本身的东渡，目前尚不明了，但全文转录

《剑经》的《纪效新书》却早在万历年间即已东渐，《剑经》对

东方武技的影响当主要通过《纪效新书》予以间接实现的。

在《剑经》出版百年后，日本江户时代的柳生新阴流和

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中所载的剑理与《剑经》颇多相通之

处，其剑术即有“先之先”、“后之先”和知“拍”的理论论说，

今日空手道松涛馆等也将其应用于指导徒手格斗［２１］。稍

晚于俞大猷、戚继光的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收录了一

路传于朝鲜的双手剑法。马明达先认为，朝鲜势法与万历

年间明军入朝抗倭有关，朝鲜势法可能出自戚氏门下以骆

尚志为代表的“红衣浙兵”，也可能传自俞氏门下以许国威

为代表的福建步兵，极有可能是他们将所习剑法教于朝鲜

军队。虽不能确定朝鲜势法直接源自俞大猷的荆楚长剑，

但从主要技法和势名不难看出的确受其影响。首先，《朝

鲜势法》开篇明确了该剑法的主要技术为击法五、刺法五、

格法三、洗法三［２２］，《剑经》的主要技术也表现为击（打）、

格（揭）、刺（杀）、洗等。其次，朝鲜势法“左翼势”为“即左

翼击也，法能上挑下压，直杀虎口，右脚右手直符送书势”，

“直符送书势”是《剑经》中标志性的技法术语。

俞大猷系统地利用包括刚柔、阴阳、虚实、动静、奇正

等东方哲理来指导格斗术实践。《剑经》的理论对于格斗

文化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７　结语

《剑经》兼容有棍术、射法、阵法，但以棍法为主，实为

一部棍术专著。以剑名篇是俞大猷集汇武艺、兵事、志操

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以“剑”名“棍”在明代绝无仅有。《剑

经》是八闽文化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地域武

术文化典籍。《剑经》超越棍术而成为一部具有普遍指导

意义的技击理论“宝典”，超越闽、台而对整个中国武术技

击理论具有相当借鉴意义，其影响更远及海外。至今，其

所载负的理论对技击实践依然有效。通过《剑经》的研究，

认识到凡属历史以来的“经典”，都需要与时俱进的现代性

阐释方可永葆生机、服务当下，《剑经》如是，其他武术典籍

亦如是；传播开来、公认的典籍如是，各拳种流派囿于传统

而“敝帚自珍、秘不示人”的拳经拳谱亦如是，只有不断

“被”研究、被品读，方可活态传承，乃至“成就”经典。

《剑经》的研究也给众武术典籍研究初步营构了一种

范式，兹认为至少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１）选取较为

公允、珍稀的版本，并通篇反复阅读，深入剖析典籍所载技

理，发掘与其他拳种流派的承袭关系；２）著者（或个人或群

体）均或多或少承载着所在地域的文化传统，其著作必然

留下该地域文化印痕，因此，需洞悉典籍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而探寻典籍的域内、外传播情况；３）旁涉相关历史背景、

史书记载，并与方志、稗官野史、碑刻、民间口传相参证，方

可钩沉释新、识辨研究历程中的存（争）疑之处；４）全面搜

罗历史以来兵家、拳家等的相关著作对典籍的转载、评价

和延伸研究，及前期研究者不同角度的理论成果，如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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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把控典籍的当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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